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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扩大

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全球科技的迅速发展，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保护的范围和对象也不断扩大。用今天的观念看，在文化遗产的范畴中，主要包括有形遗产和无形遗产（或物质和非物质遗产）两大部分。然而在欧洲工业革命前，欧洲大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集中在对有形的、单个的文物古迹的保护上面。近代以来，则扩大到对文物古迹对象周边环境的保护，其后又扩大到对以某个历史建筑为主体的历史街区、历史区域乃至某个古城镇的保护。不过这一扩大主要是围绕着有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展开的。这一思路和做法在世界上影响甚大。因此一般而言，各国对有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着明确的认识，有着较完备的国内法。国际间也达成了不少协定和公约。但是，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只是在近些年，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开始逐渐引起国际间的关注。

    在这种变化中，富有代表性的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遗产认识的深化和发展。该组织1972年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国于1985年加入），将世界遗产分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大类，其中所谓文化遗产是指历史遗存下来的文物、建筑群和遗址。很显然，这些都是有形文化遗产。该《公约》自实施以来，取得斐然成绩，大大促进了各成员国对有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目前加入《公约》的国家已达158个，各国共有630项遗产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中国有27项，居世界前三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科文组织意识到随着全球社会的迅速变迁，无形文化遗产比有形文化遗产更加脆弱，更需要抢救和保护，也更需要制定国际规则。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5届成员国大会通过了“关于保护传统和民间文化的建议案”，正式要求缔约国必须采取措施保护传统和民间文化免遭人为和自然破坏，提出了保护的指导原则。1998年教科文组织制定了“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并于2001年5月首次公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共19项，中国的昆曲名列其中。自此，对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正式得到国际确认，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范围。

根据联合国教科书组织的定义，所谓“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它方式口头相传。”这包括各种类型的民族传统和民间知识、各种语言、口头文学、风俗习惯、民族民间的音乐、舞蹈、游戏、礼仪、手工艺、传统医学、建筑术以及其它艺术。这也就是所谓无形文化遗产。与有形文化遗产（或物质遗产）相比，无形文化遗产主要是依附个人存在的、身口相传的一种非物质形态化的遗产。在中国，它包括了民族民间语言和艺术、民族民间工艺美术、民族民间习俗礼仪节庆等方面。这类遗产往往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法，依靠特定民族、特定人的展示而存在。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不脱离具体的民族历史和社会环境，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的“活”的显现。因此，对一个民族来说，无形文化遗产乃是本民族基本的识别标志，是维系民族存在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如果没有人的坚持，它就不可避免地会消亡，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消亡意味着民族个性、民族特征的消亡，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消亡。当前，随着全球经济科技发展的日益一体化，无形文化遗产的消失正在加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二、中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实践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中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即从最重要的单个有形文物古迹的保护逐渐扩大到对历史街区、城镇和自然遗产的保护，扩大到对以无形文化遗产为主要特征的民族民间文化的全面保护。在有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目前全国列入保护范围的不可移动文物有40万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近7万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00座，有包括长城、故宫在内的27处文化和自然遗产被列人《世界遗产名录》。全国有各类博物馆2000（余）座，馆藏各类可移动文物千余万件。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不断扩大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将无形文化遗产纳入其中，确立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概念。

    中国有着 56个民族，这些民族都有着自己历史悠久、特色鲜明的文化传统。所谓民族民间文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民族文化，主要指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文化；一是民间文化，主要指民间社会流传的有代表性的文化。前者是就种族的文化特性而言，后者则是就非正统的文化特性而言。无论民族文化还是民间文化，它们都是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组成部分，是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具体体现。中国的民族民间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独特。在内容上，它包括民族民间的文学、音乐、歌舞、戏曲、说唱、谣谚、游戏、绘画、剪纸、皮影、刺绣、编织、印染、服饰、首饰、雕刻、雕塑、陶瓷、器具、习俗、礼仪、节庆，等等。在形态上，它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两部分。有形的部分是指那些物质形态化的部分，如传统工艺美术制品、民间艺术作品、传统服饰器具等；无形的部分则是指那些依附特定民族或社区或民间艺人存在的非物质形态化的风俗习惯、节庆礼仪、传统艺术或工艺技能、民俗技能。这其中，无形的部分最具有代表性。它往往与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者紧密相关，是整个民族民间文化存在与发展的根基和源泉。

    中国政府在民族民间文化的整理、研究、保护和发展方面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取得了相当成就。新中国以来，国家设立了许多研究机构，组织力量对民族民间的音乐、戏曲、文学等进行收集、整理和研究。例如对三大史诗《格萨尔王传》（藏族）、《江格尔》（蒙古族）、《玛纳斯》（柯尔克孜族）的收集整理；对维吾尔族的大型传统音乐经典套曲《十二木卡姆》的收集整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项浩大的民间文学艺术十大集成的收集、整理、编撰、出版工作，目前已出版165卷，预计将出版300卷。不少地方也都建立了专门的民族博物馆或民俗博物馆。中国的传统工艺美术也相当丰富，有24大类，近年的出口额超过50亿美元。国家于1979年以来先后评选了四批204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一些省市区地方政府和社会各界也开展了很多工作，抢救、保护和传承当地民族民间文化，出现了很多形式和做法。例如云南的民族村、民族文化传习馆、大研古乐会、贵州的民族文化生态博物馆等等。

尽管如此，中国当前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方面仍面临着严峻形势。特别是以身口相传为依存的无形文化遗产正在迅速损毁、消失和流失。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严重冲击，保持民族民间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强烈挑战。随着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城市化的飞速发展，随着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民族民间独有的文化习俗、服饰建筑、传统工艺等逐渐被消融。例如，在一些原住民族的服饰和织锦中，祖传的民族图案和手工艺品被现代图案和现代日用品所取代；外来文化的装饰替代了传统装饰；现代建筑替代了传统民居。民族民间的口头文学、史诗自然流失；掌握一定传统艺术技能的民族民间艺人已为数不多，传承困难，后继乏人。收集、整理、调查、记录、建档、展示、利用、人员培养等工作相当薄弱，普遍存在资金、人员不足的困难。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国内法律的保障。同时，海外一些国家和机构通过各种渠道大量采集、收购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财产，进一步造成了文化资源的严重流失。对此也缺乏国家法律的限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来保障民族民间文化的生存发展，就成为一种现实的迫切要求。

三、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宪祛》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所确立的基本法律依据和准则；一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法律和法规。从专门法的角度看，中国文化遗产法律制度的建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建国前后到60年代的初创时期。新中国建立前夕，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为解放军某部编写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共450条，并附“古建筑保护须知”，这为当年解放战争提供了文物保护的依据。1950年5月政务院发布保护古迹的政令。1961年国务院颁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同年以梁思成的“简目”为基础，国务院公布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2001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1268处）。这期间，行政命令是文物保护的主要依据和规范，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也仅限于重要的文物古迹本身。

    第二个时期是 20世纪 80年代前后改革开放时期，以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文物保护法》为标志，中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始走上法制化轨道。该法首次从国家法律的角度将文物的范围具体规定了5大类，同时它开始注意到文物古迹与周边环境的关系，注意到历史城区的保护问题，确立了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并将其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据此，国务院迄今共核定公布了100座历史文化名城。1984年国务院也注意到传统街区、建筑群、小城镇、村寨的保护问题，下发通知，提出设立“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概念，以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补充。各地政府也设立了不少地方保护的“名城”、“名镇”、“名村”或“文化保护区”等。显然，这时期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观念上，文物保护的范围已被大大拓展。不过这些进展仍然是围绕有形文化遗产来进行的。

    第三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注意到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建设问题，但限于认识，立法实践零散而不完整。1990年《著作权法》首次确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享有著作权并受法律保护，同时规定具体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制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无形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国家法律第一次从保障民事权利的角度来确认无形文化遗产的法律地位。从实践中看，建立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的国内法保护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力推动的一项重要工作，并提出了示范法条，这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和多民族国家具有现实意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存在着特殊性，如何具体规范，中国一直在进行立法调研。在专门法规方面，1997年国务院制定颁布《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这是第一个关于传统工艺美术行业发展、人才保护的行政法规。传统工艺美术的人才技能是继承发展的基础，也是无形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该法规对此作出了一些规定，建立了工艺美术大师的评定、保护制度。但由于行政管理机构的变化，该法规的执行出现了一些问题。

    当前，随着对文化遗产保护认识的深化，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加快，中国对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首先是深入理解《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确立的有关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包括国家保护文化遗产的原则，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原则，各民族都有发展保护本民族文化和保持或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的原则等。从这些原则出发，全面研究和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有关专门法，建立起完整的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制度。这一制度包括三个方面：其一，进一步扩大有形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范围，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文物保护法的内容。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对该法进行修改，修改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历史街区、城镇、村寨的保护纳入其中。在此基础上，准备就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寨的保护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其二，全面研究无形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问题，提出制定“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的立法构想。该法与“文物保护法”相对应，调整的是那些未被纳入文物保护法范围内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尤其是无形文化遗产。通过这一立法，全面确定国家保护和发展民族民间文化的基本原则、责任义务、管理体制、资金来源、普查见档、登记评定、传承培养、展览利用、收购原则、出境管理、奖励制度、法律责任，等等。近年来，一些地方立法机构已在这方面做出了尝试，取出了一些经验。例如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安徽省淮南市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了《淮南市保护和发展花鼓灯艺术条例》等。其三，进一步确立和完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的法津保护。在具体立法中有两种途径：一是将其作为著作权的一个内容单独立法，制定专门的法规；二是将其纳入“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中，作为一个专门部分来处理。从实践中看，后一种途径可能更为有效。总之，通过这三方面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建立起全方位保护中国文化遗产的法律体系，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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